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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恶意创造力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

行为。

道德推脱与恶意创新行为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

性。研究指出，道德推脱不仅与恶意创造性行为关系密

切，个体更易表现出恶意创造性行为，其恶意创造力的

水平也随之越高（张翔，2022）。因此，恶意创造力水

平较高的青少年，其道德推脱水平也可能较高。据此提

出假设：

H2：恶意创造力与道德推脱存在正相关关系。

国外学者波纳里Pornari和伍德Wood（2010）以中学

生为被试，探究同伴关系与网络攻击之间的关系，研究

结果显示，中学生的道德推脱程度越高，参与网络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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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欺负是当前备受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指个体利用电子通讯设备，故意对他人进行反复攻击的行为。本研

究构建中介模型，采用恶意创造力量表、道德推脱量表中文版、网络欺负问卷对参与者现状进行调查。采用问

卷调查法，对西南地区752名12～18岁青少年开展调查研究。并使用SPSS 26.0的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分

析。结果发现：（1）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存在性别差异。（2）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存在双

向关系。（3）恶意创造力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4）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存

在双向关系。（5）恶意创造力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恶意创造力能

够通过道德推脱影响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本研究系统考察了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之间的关系，

并以恶意创造力模型为理论框架，进一步探究了恶意创造力影响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为预防和控制网络欺负事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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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网络和移动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普及，

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电子设备实施的欺凌行为日益凸显，

网络欺负会对被欺负者造成巨大伤害，以往研究表明，

遭遇网络欺负的个体往往学业成绩降低（Okumu et al.，

2020），易表现出高抑郁症状（Landoll et al.，2015；Li et 

al.，2018）和自伤行为（王玉龙等，2020）。青少年这一

群体规模庞大，大多数缺乏父母的监督，每天花费大量

时间在网络上，可能会面临更加严重的网络欺负问题。

为探究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关系，本研究提

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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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就越大。Wang等人（2017）通过纵向研究也发

现道德推脱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因此，道德推

脱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可能表现出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

据此提出假设：

H3：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存在正相关关系。

此外，道德推脱可能在恶意创造力与网络欺负之间

发挥中介作用。高道德推脱的青少年可以弱化自身的道

德准则，使网络欺负行为脱离道德规范的约束，进而实

施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这意味着，恶意创造力可能通

过提升道德推脱水平，进而增加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概

率。据此提出假设：

H4：道德推脱在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

之间起中介作用。

该理论强调，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机制可能因道德

推脱而失效，从而导致不道德行为。在本研究中，恶意

创造力通过提升道德推脱水平，使个体的道德约束力下

降，进而间接增加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道德推脱在这

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

综上，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中介模型，旨在系统检

验恶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关系，以及道德推脱

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揭示恶意创造力影响网络欺负的

内在机制，并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提供理

论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共发放问卷752份，经筛选

后剔除无效问卷33份，剩余有效问卷719份，有效回收率

为95.61%。其中，男生309名，女生410名。

2.2  研究工具

2.2.1  网络欺负量表

2017年，褚晓伟与范翠英对Topcu和Erdur-Baker设

计的网络欺负量表进行了改进，这一量表被称为修订版

网络欺负量表（RCBI）。它由14个问题组成，评分采

用四点Likert量表，范围从“从未发生”到“三次或更

多次”，用以评估被调查者过去六个月内在网络社交环

境中的具体行为，包括是否曾经将他人从群组中移除

或排斥。通过这种方式，量表旨在定量分析网络欺负

的频率。在此次研究中，该量表显示出极高的信度，

Cronbach’s α系数达到了0.90。

2.2.2  恶意创造力行为量表

在当前研究中，我们使用了由Hao等人在2016年开

发的恶意创造力行为量表（MCBS），以评估参与者在日

常生活中恶意行为的频率。这个量表由13个问题组成，

评分系统是五级的，范围从1（“从不”）到5（“总

是”）。例如，量表中的一个问题是：“我是否会尝试

采用创新的方式去破坏事物”。此量表在以往的研究中

已证实具有高度的信效度，如王丹和Jia等人在2022年和

2020年的研究所示。在这项研究中，MCBS的Cronbach’s α 

系数高达0.95。

2.2.3  道德推脱量表

本研究采用王兴超和杨继平修订的班杜拉道德推脱

量表，量表分为道德辩护、委婉标签等八个维度，共26

个评估项目。评分采用五点制，从1（“很不符合”）起

步，至5（“符合”）。评分的高低反映了被试在道德推

脱行为上的程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

达到0.93。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为检验所提出的中介模型，本研究主要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各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并通过PROCESS程序完

成中介路径的检验。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周浩和龙立荣于2004年构建的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旨在对潜藏的共同方法偏差作出精准评

估，采用该方法共提取出5个公因子，首个公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38.58%，低于40%的临界标准。首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38.58%，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性别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对恶意创造力、道德推

脱、网络欺负进行性别差异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青

少年恶意创造力和网络欺负的性别差异显著（t=3.79，

p<0.001）。网络欺负（t=2.62，p<0.001）及其道德推脱

（t=3.56，p<0.001）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恶

意创造力、道德推脱、网络欺负在性别变量上均差异显

著。具体来说，男生的恶意创造力、道德推脱、网络欺

负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

表 1  恶意创造力、网络欺负、道德推脱性别差异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licious creativity, 
cyberbullying,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检验变量 均值（M） 标准差（SD） t

恶意创造力
男 18.17 9.24

3.79***

女 16.04 5.72

道德推脱
男 25.02 12.27

2.62***

女 22.94 8.97

网络欺负
男 15.57 4.92

3.56***

女 14.59 2.31

注：N=719。* p<0.05，** p<0.01，*** p<0.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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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变量在学段上的差异分析

对恶意创造力、道德推脱、网络欺负在学段变量上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2所分析出的结果发现：恶意

创造力、道德推脱、网络欺负在性别变量上均存在显著

差异。

表 2  恶意创造力、网络欺负、道德推脱在学段上的差异

检验

Table 2  Testing for differences in malicious creativity, 
cyberbullying,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across 

educational stages

检验变量 均值（M） 标准差（SD） t

恶意创造性
大学 22.76 13.81

9.72***

初中 15.82 4.76

道德推脱
大学 29.70 14.70

6.77***

初中 22.69 9.14

网络欺负
大学 17.97 7.73

10.12***

初中 14.44 1.66

3.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分析数据显示，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详细

数据如表3所示。

表 3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719）
Table 3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variable (n=719)

M SD 1 2 3 4

性别 1.57 0.50 -

恶意创造性 16.95 7.51 -0.14*** -

道德推脱 23.83 10.56 -0.10** 0.69*** -

网络欺负 15.01 3.70 -0.13*** 0.67*** 0.53*** -

注： 性 别（ 男 生 =0， 女 生 =1） 与 年 龄 为 虚 拟 变 量。
*p<0.05，**p<0.01，***p<0.001。

3.4  中介作用检验

为检验中介模型的有效性，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

分位Bootstrap程序进行验证。该程序通过重复取样5000

次，确保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为了更精确地

估计效应的大小和范围，计算了95％的置信区间。在分

析过程中，选用海耶斯（Hayes，2013）提出的Model 4来

进行具体的统计分析。

在进行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对各个变量实施了标准

化处理，以此消解因量纲差异而产生的潜在影响，此流程

涉及自变量、中介变量以及结果变量，在实施回归分析过

程中，考量性别因素可能带来的隐性效应，我们实行了编

码策略，其中男性记作“0”，女性记作“1”。

运用了Model 4对中介模型进行了分析，目的是为

了评估道德推脱在恶意创造性与网络欺负之间的关联作

用，研究成果清晰地显示出，恶意创新行为对道德责任

的逃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β =0.69，p<0.001），此

外，它在网络欺凌现象中也显示出正向关联（β =0.57，

p<0.001），道德责任的逃避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存在着

显著的正相关性（β =0.13，p<0.001），详细内容关于那

些发现的详情，可以在表4里翻查。

表 4  道德推脱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4  Testing of the mediation mod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网络欺凌 网络欺凌 道德推脱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8 -1.39 -0.08 -1.38 -0.001 -0.01

恶意创造性 0.57 14.98*** 0.66 23.62*** 0.69 25.31***

道德推脱 0.13 3.30**

R2 0.47 0.45 0.48

F 199.80*** 290.25*** 329.24***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在研究道德推脱如何介导恶意创造性与青少年网络

欺凌之间的关联时，观察到中介效应显著，具体数值为

0.09，标准误差为0.04，95%的置信区间介于0.02至0.16之

间，并不包含0，显示出强有力的证据。在青少年网络欺

凌现象中，恶意创新的因子贡献了0.66的总体影响，精度

误差为0.03，信心区间波动在0.61至0.72之间，其中，中

介作用效应占全部效应的13.64%，表5中详细罗列了所有

这些分析成果。

表 5  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

Table 5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效应量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占比 %

总效应 0.66 0.03 0.61 0.72

直接效应 0.58 0.04 0.50 0.65

间接效应 0.09 0.04 0.02 0.16 13.64

道德推脱

恶意创造力 网络欺负

0.69***
0.13***

0.57***

图 1  道德推脱在恶意创造力和网络欺负之间的中介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between malicious creativity and 

cyberbullying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揭示了恶意创造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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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恶意创造

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既能直接促使青少年实施

网络欺负，也能通过提升道德推脱水平间接增加网络欺

负行为，且道德推脱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

现整合了相关理论观点，并为理解恶意创造力在青少年

网络欺负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

结果验证了假设1，恶意创造力与网络欺负呈显著正

相关，并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支持恶意创

造力作为网络欺负风险因素的观点。当青少年恶意创造

的激情高涨，他们更易在网络世界里实施欺凌，这股情

绪推动了更多恶念的滋生和恶意创造力的强烈释放。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恶意创造力与道德推脱呈显

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2。造成认知的改变，降低道德

意识，使个体更易做出不道德决策和不良行为，会较多

出现恶意创造性行为这一可能被认为是其符合逻辑的

行为方式，其恶意创造力的水平也就会越高（张翔，

2022）。个体可能借助道德推脱机制来缓解这些情绪带

来的压力，这通常会导致他们的道德推脱水平升高。

结果还验证了假设3，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呈显著正

相关。道德推脱正向预测青少年饮酒及攻击行为，同时

在家庭暴力与饮酒及攻击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验证了假设4，即道德推脱在恶

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分析了道德推脱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显示，在

青少年网络欺负的情境中，恶意创造力和道德推脱之间

存在一个部分中介的关系。

本研究还发现，网络欺负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学

段差异。男生在恶意创造力、道德推脱和网络欺负上的

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这与以往研究一致。综上，恶意

创造力作为青少年的一种负面特质，既能直接促使网络

欺负行为，也能通过提升道德推脱水平间接增加网络欺

负，两条路径共同影响其网络行为发展。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1）未来研究如需深入探讨

青少年网络的欺凌现象，应拓宽研究范围，选取更广泛

地区、不同类型学校及不同学段的青少年为被试；（2）

采用自我评估的方法，可能受到社会期望等外部因素的

干扰，进而对研究的真实性产生影响，未来的探索如需

加强研究的可信度，不妨采纳多种评估手段。

结论表明，恶意创造力在青少年网络欺负中具有重

要影响。针对青少年群体，建议家长与教育工作者关注

其恶意创造力倾向，同时通过道德教育降低青少年的道

德推脱水平，增强其道德责任感，从而预防和减少网络

欺负行为的发生，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构建中介模型，揭示了恶意创造力对青少年

网络欺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恶意创造力与

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能正向预测网络欺

负；（2）恶意创造力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3）

道德推脱与网络欺负呈显著正相关；（4）道德推脱在恶

意创造力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为理解恶意创造力及其心理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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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icious Creativity and 
Cyberbullying among Teenage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Zhou Yiyi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cyberbullying, a hot topic currently receiving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which 
refers to the intentional repeated attacks on others us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devices. Recent studies indicate that 
surveys conducted by Chinese scholar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revealed the presence of cyberbullying 
in schools and found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family factors. A mediating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participants using the Malicious Creativity Scal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 and the Cyberbullying Questionnair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752 
adolescents aged 12-18 in Southwest China.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PROCESS plugin of SPSS 26.0.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cyberbullying behavior. (2) A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malicious creativity and adolescent cyberbullying behavior. (3) Malicious creativi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adolescent cyberbullying behavior. (4) A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malicious creativity and 
adolescent cyberbullying behavior. (5) Malicious creativity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al phone-
down behavior and adolescent cyberbullying behavior, meaning that malicious creativity can influence adolescent 
cyberbullying behavior through moral disengagemen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icious creativity and adolescent cyberbullying behavior using multiple methods. Based on the malicious creativity 
model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tegrating multiple theories such as the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it 
further explored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how malicious creativity affects adolescent 
cyberbullying behavior, providing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Key words: Malicious creativity; Cyberbullying; Moral disengagement;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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